4、江西

在江西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953-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或接近1964-1982年。也就是说，从府级政区角度看，这些地区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然分县而论，仍可以发现人口死亡的痕迹。

南昌府境包括南昌市、南昌、新建、丰城、进贤、武宁、修水、靖安和奉新。1953-1964年南昌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4-1982年为23.8‰。分县而论，两个时期修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2‰和20.4‰，进贤县分别为10.1‰和23.3‰。
同期铜鼓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5.7‰，然铜鼓县为蕞尔小县，人口只有数万，将修水县与铜鼓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5‰，大大低于1964-1982年21‰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修水县的人口低增长与政区调整无关。再将丰城、奉新、靖安三县与进贤县和修水县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8‰，而1964-1982年则有23.3‰。五县人口的异动是显而易见的。

查阅进贤、奉新、靖安、铜鼓、修水五县县志
，除了1958年的修水县因人口大量外迁而导致人口减少外，其他四县历年人口均呈增长状。分县而论，进贤县1960年人口较1958年净减少8700余人，靖安县1961年较1960年净减少300余人，铜鼓县同期净减少700余人，且持续减少到1963年。

各县县志《大事记》有相关的记载。1958年1月，进贤县组织3.9万余人的钢铁师，开赴萍乡，参加钢铁的“淮海会战”。10月10日，又组织基干民兵近万人，修筑长3.3公里长、23.5米高、6米顶宽的大堤，切断军山湖与鄱阳湖的汇合口。同年兴修钟陵水库和衙前水库，又将抚河圩与杨柳圩连成一条长圩，命名为抚东圩；开始兴建赣抚平原东干渠、电干渠系，全长108.4公里；修建县城至三里的公路，全长60.7公里，它是本县境内里程最长的公路。一年内兴建或完成如此多且规模巨大的工程，应是造成1959年和1960年人口减少的原因。自此以后，进贤县不再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可能与吸取1958年的教训有关。在靖安县，1961年8月12日，官庄、塘埠一带发生水肿病和消瘦病，1962年2月，各地出现浮肿和妇女子宫下垂、闭经等疾病。在奉新县，1961年1月26日，开展营养代食品运动。

铜鼓县的人口减少有其特殊的原因。1959年，湖南省浏阳、平江等县县社干部来县动员流入人员回乡生产，年终统计，外来劳动力反增至9300人，人口12900人。1958年铜鼓县65925人，1959年为68928人，增加3003人。可见，在铜鼓县，外来人口并不为当年人口统计所包括。1960年，铜鼓县人口为7804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8.8‰，但人口增长率却高达132.3‰。由此可见，1960年的人口统计中已经包括一部分外来人口。从1961年至1963年，人口持续减少，应是外来人口迁离所致，而不是饥荒。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1958-1960年，不堪重负的进贤县农民外逃，1961年或以后再度回迁。的确，1961年进贤县人口回升至259631人，超过1958年，年增长率高达38.2‰，1962年仍高达33.1‰，1963年为23.5‰，但是年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964年，存在虚报。从1960年底至1964年底，进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2.7‰。这是一个正常的增长率，暗示着当地并不存在外流人口的回归。

铜鼓不属灾区，排除不计，其他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9‰，铜鼓计入则为14‰，数据基本不变。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计算结果，灾区五县，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人口净增加5.8万。在靖安、奉新、修水三县，1957-1961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至少58个千分点，推及灾区五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8.3万，合计灾区五县减少人口约2.5万。

靖安、奉新两县合计，1958-1961年净迁入人口0.7万，修水县净迁出人口0.35万。不过，1959年迁出人口数据缺，是年迁入人口0.4万，如果迁出人口达到同样的规模，则净迁出人口将增至0.7万。三县合计，迁入与迁出基本平衡。如此，灾区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以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计，靖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1万，奉新县和修水县各约0.4万。其他两县约1.6万
，其中进贤县死亡人口尤多，是可以接受的。

九江府境包括九江市、九江、德安、彭泽、瑞昌、湖口和庐山。1953-1964年，九江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4‰，1964-1982年为27.5‰，变动正常。分县而论，仍有异常之处，如在德安县，1958年人口增长率为25.4‰，当年年底人口为65255人，1959年猛增至75605人，人口增长率为158.6‰，显系大量人口迁入所致。1960-1961年的人口减少，不应视作饥荒的结果，而是外迁人口的返迁所造成。
德安县的情况与铜鼓县相似。

《瑞昌县志》只记载了1955年、1960年和1965年三县的人口数据，包括三个年份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1960年瑞昌县减少1207人，增长率为-6.8‰，当年人口死亡率为20.6‰，超过1955年人口死亡率11.7‰大约9个千分点。以此为标准，本年度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600人。
《瑞昌县志·大事记》载，1960年3月20日，中共九江地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王明轩在瑞昌调查发现部分公社流行急性高铁血蛋白症（俗称青紫症）。夏畈公社五天内发病98人，死13人。王明轩督促组织抢救，控制蔓延。同时，农村大部分地区还发生浮肿，子宫脱垂等疾病，经积极组织治疗，大部分患者逐渐康复。
尽管如此，该县还是出现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湖口县的情况相当可疑。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6.8‰，而1964-1982年却有22.5‰。查《湖口县志》，1960年人口较1958年减少1.3万。《湖口县志·大事记》没有任何疾病和死亡的记载，但在《灾异记》中，却称1959年大旱，7月至10月29日，120未下透雨，受旱面积18.45万亩。因灾缺粮，每人每天只有半斤谷口粮。
折合成米，只有3两。这是一个不能维持生命基本需要的标准。饥荒就是这样出现的。

从1953年中至1958年底，湖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3‰，1961-1964年，湖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2‰，1964-1982年为22.2‰。其中，1961年人口增长率高达125.2‰，系灾后外流人口返迁所致。很显然，1960年的人口数没有包括逃荒在外的人口。以26.2‰的年平均增长率从回溯至1960年，1960年底湖口县实有人口（包括外逃者）约为13.26万，较1958年净减少2700人。假定两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0个千分点，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6300人。

以湖口县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湖口、瑞昌两县人口增长速度，测得1960年底与1958年底的人口相同。设两年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0个千分点，灾前人口增加0.9万，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9万。这一分析与上述分县分析结果相同。

南康府境包括安义、永修、星子、都昌四县。1953-1964年南康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964-1982年为23.9‰，人口变动正常。分县而论，1953-1964年永修县人口增长过快，原因不明。此外，都昌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6‰， 是当地人口大量迁入景德镇市的结果。1958年，都昌县外迁人口多达16453人。历史时期，景德镇的人口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都昌。1959年都昌县人口突然增加，缘于景德镇等地大批职工精简返乡。
由于不存在返乡职工再迁返城市，所以，1960年的人口减少近4000人，其中相当部分应是人口死亡所致。《都昌县志》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人口死亡与疾病的信息，当地老人冯宗贤及其妻子告诉我，1960年，都昌县有的公共食堂每餐只有二勺稀粥，各地出现饿死人现象。由于都昌县人口流动性大，只将净减少人口之半数当作非正常死亡人口。

《星子县志》所载1953年、1956年、1960年和1964年人口是按照1964年政区调整的。此前，将部分辖区划给九江府的德安县和庐山。1953-1956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太高，如果以安义县同期20.6‰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959年有人口约100778人。1960年实有人口101004人
。人口基本不变。

安义县1960较1959年净减少人口800余人，不应视作饥荒。因为，1959年，安义县人口增长率高达43.3‰，是安徽、江苏等省饥民迁入所致。安义县政府设立收容所，对外来人口中的失业者实施遣返。
1958-1960年，安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8‰，相当正常，外来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被遣送回乡。

饶州府境包括景德镇市、浮梁、余干、德兴、万年、余江、波阳、乐平；广信府境包括上饶市、上饶、贵溪、玉山、横丰、广丰、弋阳、铅山。1990年代，除景德镇市（含浮梁县）和鹰潭市（含贵溪县和余江县）外，赣东北地区饶州府和广信府的其他部分属于上饶地区。《上饶地区志》所载1953年以后历年人口皆是增长的。1957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率为11.3‰左右，1962年至1963年为10.7‰左右。平均为11‰。1959年和1960年，上饶地区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49‰和13.11‰，超出正常死亡率共3.6个千分点。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1万。

查《余干县志》，知其1957年人口死亡率为10.07‰，1963年为10.96‰，1960年为13.4‰，1959年和1961年情况不详。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超过正常死亡率3个千分点，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1万。
《铅山县志》记载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6.26‰，超出正常死亡率约5个千分点，非正常死亡人口也是0.1万。
《余江县志》载有历年人口死亡率
，由于该县为血吸虫疫区，人口死亡率受到血吸虫病的影响，有其特殊性，暂不论。德兴县只有规模性的人口迁入，不见有疾病和死亡的记载。1958年该县安置的外来移民近4万人，其中90%是浙江人。同样，1961-1962年的人口减少，并不是人口死亡，而是外来人口的返迁。

饶州、广信两府平均每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5500人。如果将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作为判定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指标，除余干县和铅山县外，饶州府境有乐平、波阳两县、广信府境还有广丰县值得怀疑。1958年和1959年，乐平县人口增长率只有14‰左右，以后一直超过20‰。在万年县，1958-1961年，每年人口增长率都在30‰-43‰之间，1962-1964年却不足10‰，似乎也与外来人口的迁入与迁出有关。在三年大饥荒中，万年县成为人口的迁入之地，应与饥荒无缘。
上饶县与上饶市、贵溪县与鹰潭市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964-1982年，不予讨论。六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1万，每县不足0.2万。

瑞州府境包括高安、上高和宜丰，所属三县人口变动正常。从人口普查数据不见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宜丰县志》所载1962年的人口减少，是由于外迁人口的返迁所导致。1950年代后期从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流入3万人口，以后经动员返乡，1963年只剩2475人。尽管如此，宜丰县也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60年，非正常死亡373人，非正常患病3730人。
查《上高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1958-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数百人
，与宜丰县合计约0.1万人。表4中的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据上高、宜丰两县数据确定。

临江府境包括新余、清江、新干、陕江四县。从清江县和峡江县的历年人口数据中，可见1958-1961年的人口减少。1958年的人口减少可能与农村人口的离乡有关，而1960年和1961年的人口减少则是大饥荒的结果。据峡江、新干两县县志所载历年死亡率，两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200人，加上清江县，则约0.2万人。

抚州府境包括临川、金溪、东乡、崇仁、宜黄和乐安。1953-1964年抚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1964-1982年为30.4‰，人口出现异常变动。分县论之，临川县（包括抚州市和划给进贤的一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7‰，而1964-1982年却高达32.2‰。后一时期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抚州市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崇仁、宜黄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稍高，也只有13.5‰，而1964-1982年却高达27.2‰。东乡、乐安、金溪三县合计，两个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2.6‰和30.1‰，人口变动理应正常。然而，查乐安、金溪两县县志，可以发现两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所以，推测东乡也可能陷入饥荒。

除乐安、金溪外，临川和崇仁两县县志也记载了历年人口。
按照《临川县志》所载，1958年较1957年人口减少1.3万余，1959年再减少0.3万人，1961年继续减少1.5万人。这些减少并不是饥荒造成，而是其人口不断并入抚州市所致。1953年抚州市尚不存在，《临川县志》1953年人口少于普查人口，证明《临川县志》所载未包括抚州市区。按照《临川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1958-1961年，临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万。

《乐安县志》只记载了1956年、1960年和1965年的人口总数、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1960年，乐安县人口死亡率为15.98‰，高于1956年的11.17‰和1965年的7.65‰，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1万。《乐安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10月底，各公社为了完成5860万斤的“瞒产任务“，非法斗争了干部和群众1115人，造成471人非正常死亡，6114人患浮肿病，3450人外逃他县的“乐安事件”。1960年11月底中共抚州地委直接处理所谓反瞒产斗争“乐安事件”的负责人。对于临川县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可以作同样的理解。

1959年崇仁县人口较1957年净减少约0.2万人，其原因如《崇仁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春浮肿病、子宫脱垂病在全县大流行，患者千余人。不过，减少的人口并非死亡人口，因为，1962-1963年，崇仁县人口增长率每年均超过42‰，应是外逃人口回迁所致。但无论如何，1957-1964年，崇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显而易见的。

《宜黄县志》所载数据也不可相信。1958年宜黄县人口死亡率高达47.32‰，人口自然减少数为0.3万。在没有人口规模性迁入的情况下，1958年人口总数竟然1957年反而增加了0.3万。同样，1961年的人口减少，原因不明。

在上述临川等四县中，临川县和崇仁县1958年人口已经少于1957年，假定1958年的大饥荒发生在下半年，此四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8‰，1961-1964年为23.2‰。据此测算，从1958年中至1961年底，抚州府灾区六县人口增加1.8万。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宜黄、临川两县人口出生率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6万。这样，抚州府人口减少2.8万。乐安县的外逃人口，理应在1960年及1961年迁返家乡，此处不另计算。

建昌府境包括南城、南丰、资溪、广昌和黎川。资溪县僻处赣东一隅，1953年人口不足3万，其人口增长之快慢，没有太大意义，不加讨论。其余四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6‰，1964-1982年为27.8‰，显然经历过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南丰、广昌两县县志有历年人口的记载。合而计之，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961-1964年为28.1‰。
据此测算建昌府属四县在大饥荒中净减少人口为0.2万。南丰县三年半时间里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3个千分点，推及灾区四县，有人口约1.5万。建昌府四县减少人口约1.7万。根据《广昌县志》的记载，三年半的大饥荒中，广昌县的迁入、迁出人口基本平衡。所以，建昌府四县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吉安府境广阔，包括吉安、遂川、永新、万安、莲花、安福、吉水、永丰、泰和、宁冈。1953-1964年吉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5‰，1964-1982年为25.6‰。分县而论，遂川（含井冈山）、永新人口增长速度偏低，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1964-1982年为23.4‰。《遂川县志》记载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为20.24‰，高于1957年的9.66‰和1964年的13.19‰
，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人。1959年和1961年的情况不详。永新县1958年人口较1957年人口要少0.5万，原因与进贤县相似。1958年1月，政府动员全县民工建繁荣水库，至1960年12月底峻工。7月，动工兴建永（新）宁（冈）公路，至1959年通车，全长60公里。同月，政府抽调全县上千名干部，平调农村全部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8月，组织4万余民工修筑县社公路。11月，动工兴建禾山水库。可以说，1958-1959年，永新县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动力投入了水库、公路等农村基本建设以及大炼钢铁运动。到1960年11月，省委书记刘俊秀到永新县芦溪、象形和怀忠等地调查农民缺粮情况，责成地方党政领导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粮荒。

永新县的净减少人口并非外逃人口。虽然1959年永新县人口立即回升至25.5万，以后也一直增长，但是，1962年的永新县人口已经超过1964年，人口数据存在伪造。

泰和县1958年人口少于1957年
，其背景应与永新县相似，不予讨论。只不过，泰和县人口净减少约0.2万人，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29.3‰，相当正常。1961年，泰和县人口增长率高达52.2‰，人口迅速增长，可能与外迁人口回归有关。1957-1961年泰和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就可以证实上述猜测。1961-1964年，泰和县人口增长正常。

吉安县1958年较1957年人口净减少1.7万余，是该县三乡划入吉安市所致。不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吉安县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1万。
需要指出的是，吉安县灾前的人口死亡率17‰-20‰，很不真实。此将1962年11.28‰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吉安县志·大事记》还称，1960年3月底，固江公社上湖大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口粮食不足，饿死10多人。11月，公社党委副书记被捕法办。从上述数据的分析看，上湖大队的饿死人现象仅仅是该县人口死亡的冰山一角。

万安县从1961年至1964年人口几无增长。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53-1964年，万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7‰。据此判断当地经历了大饥荒。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数据不是真实的。安福县1959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1961年的停滞，可能与外来人口的迁入及其回迁有关。

总之，在已查阅过的吉安府属五县县志中，泰和、安福两县灾情较轻，数据质量较好。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8‰，1960-1964年为27‰，以此测得灾区四县灾前、灾后人口。从1958年中至1960年底，吉安府灾区四县人口增加了4.2万。以吉安县为例，两年半的时间里，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9个千分点，以此推测，灾区四县灾前人口应增加4.9万。从1958年中至1960年底，吉安府灾区四县减少人口0.7万。

《吉安县志》还记载了1958年和1960年的迁移人口。1958年，净迁出人口多达2.3万。推测如此众多的人口外迁系农民进城所致，即大批农业迁入吉安市及其他城市。依本节计算，将1953-1957年的人口增长率当作1953-1958年的人口增长率，已将这批外迁人口计算在内，不需另外计算。1960年，净迁入人口为880人，可以忽略。这样，减少人口即非常死亡人口。

赣州府位于赣南，地域广阔，包括赣州市、赣县、兴国、全南、龙南、定南、寻乌、安远、会昌、信丰、于都。1953-1964年赣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5‰，1964-1982年为25.5‰。两个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颇大，人口非正常死亡有一定的规模。分县而论，将赣州市与赣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4‰，相当低，令人猜测赣州市也可能经历灾荒。会昌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是政区变动的结果。1954年，会昌县靖石区及盘古山、铁山垅两个坞矿划给于都县管辖，安远的两个乡划归会昌县管辖。靖石区下辖13个乡，与划入的2个乡相抵，划出的仍多达11个乡。因此，《会昌县志》没有记载1953年人口数，1954年人口只有17.5万，少于1953年人口普查的19.5万。依1954-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测得政区调整后的会昌县人口，也可知划出的人口大约有2.3万。

于都县在接受会昌县划来区域的同时，将本县第六区所属11个乡划归宁都县管辖，又从兴国县接受两个乡。所以，会昌县划出的人口，实质上是划给了宁都州所辖之宁都县。将会昌县排除，赣州府两个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3‰和25.2‰，虽不正常，但与正常值偏离的幅度已不太大。又查得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于都、赣县七县县志，除寻乌外，三年大饥荒中，各县人口都出现过净减少现象，只是发生的时间参差不齐。如会昌、定南两县发生于1959-1961年，安远县发生于1958年和1960-1961年，全南县发生于1960-1963年，龙南县发生于1959-1960年，于都县发生于1958年，赣县发生于1960年。
按照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安远、寻乌、会昌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各约0.2万，全南县约0.3万，赣县约0.5万，于都县约0.6万，兴国县约0.1万。
七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有2.1万。兴国县1959年和1961年的情况不详，加上这两年死亡人口数，七县非正常死亡口可能达到2.3万。

会昌、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于都、赣县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8‰
，1961-1964年为24.5‰，1964-1982年为26.2‰。灾后三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据此估测赣州府的灾前、灾后人口。计算结果，从1958年中至1961年年底，赣州府人口增加了1.7万。依会昌、全南、寻乌、安远、赣县六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可知三年大饥荒中出生人口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43个千分点，赣州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大约9.6万，赣州府三年中的减少人口为7.9万。依《会昌县志》、《安远县志》的记载，三年大饥荒中，两县净迁出人口分别为0.3万和0.2万，推测全府迁出人口大约2.8万。如此，赣州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5.1万。这也意味着在赣州市、信丰、定南和龙南四县，还有2.8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各县《大事记》的相关记载如下：1960年，全南县水肿、闭经、子宫下垂病人约8330人；龙南县有5000余人；会昌县有1万多人；定南县对水肿病人进行调查，并免费治疗；安远县成立治疗“三病”领导小组，发放医疗费5.2万无；赣县1960年全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近0.5万，1961年还有水肿病人0.9万。

宁都州境位于赣南东北部，包括宁都、石城和瑞金。1953-1964年宁都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5‰，1964-1982年为27.5‰。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有一定的规模。《瑞金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按人口死亡率分析，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3万。
估计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9万人。

按照瑞金县的人口增长速度，测得宁都州三县灾前和灾后人口。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中，宁都州三县人口不变。假定两年半中，宁都州的人口出生水平与赣州府同，即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0个千分点，宁都州灾前人口还要增加2万。又设宁都州人口的外迁规模与赣州府属县相同，即扣除净迁出人口0.8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2万。

南安府境包括南安、大余、上犹和崇义。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5‰，1964-1982年为24.2‰，与赣州府境及宁都州境的水平相当。南安府属四县县志记载了各县历年人口，根据《崇义县志》和《大余县志》有关历年人口死亡率的记载，两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5万。上犹县1960年较1958年人口净减少约1万人。南康县1960年较1957年净减少人口约0.6万。
四县合计净减少人口或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由于《南康县志》有关历年人口的记载是不完全的，所以，还需要根据四县人口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推测四县灾前、灾后人口。计算结果，1961年底较1958年中人口净减少1.9万。据崇义县和大余县资料，三年半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7个千分点，合计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8万，即南安府减少人口共约4.7万。1959-1961年，大余县净迁出人口约1万人。从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看，上犹县的净迁出人口可能与大余县相当，加上其他两县，合计外迁人口约2.6万人。如此，南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2.1万人。

对于南安府属诸县的灾前人口数据需要加以说明。崇义县灾前人口的较低增长，是水库移民外迁所致。而大余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0‰左右，与1956年净迁入8000余名移民有关。1955年上犹县人口突然增加，年增长率高达78.2‰，原因不明。以后若干年，上犹县人口始终没有超过此数。

各县《大事记》的记载如下：大余县，1960年浮肿病、闭经和子宫下垂人数达7595人，1961年，全县使用野生植物279万斤以代粮。崇义县于1959-1961年出现所谓“三病”。1961年3月，各公社成立“三病”医院。上犹县的灾情最重。“1960年春全县发生大量浮肿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事件。省委监委、赣南党委派员来犹重点检查”。

各地人口死亡情况见表4：

表4  1959-1961年江西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增长率：‰，人口：万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8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1953-1964
	1953-1958
	
	1964-1982
	1961-1964
	
	
	
	

	南昌府
	5.0
	15.8
	13.9
	140.4
	23.3
	20.1
	146.2
	2.5
	298.6
	0.8

	九江府
	2.0
	18.8
	18.3
	30.9
	26.5
	26.2
	30.9
	0.9
	82.3
	1.1

	南康府
	1.0
	13.8
	13.2
	32.7
	23.3
	24.7
	32.3
	0.2
	70.2
	0.3

	饶州府
	4.0
	18.4
	18.4
	148.6
	25.8
	25.8
	148.4
	0.6
	201.8
	0.3

	广信府
	2.0
	20.2
	20.2
	53.4
	24.7
	24.7
	54.1
	0.5
	176.3
	0.3

	瑞州府
	2.0
	27.5
	28.4
	29.8
	23.7
	14.3
	31.7
	0.1
	67.3
	0.1

	临江府
	3.0
	20.3
	22.6
	47.3
	26.9
	24.0
	47.9
	0.2
	77.5
	0.3

	抚州府
	6.0
	14.7
	17.8
	117.7
	30.4
	23.2
	119.5
	2.8
	117.7
	2.4

	建昌府
	4.0
	14.6
	19.0
	46.6
	27.8
	28.1
	46.4
	1.2
	50.0
	2.4

	吉安府
	4.0
	20.9
	18.8
	100.4
	24.8
	27.0
	104.6
	0.7
	198.9
	0.4

	赣州府
	11.0
	16.6
	22.8
	225.6
	25.5
	24.5
	227.3
	5.1
	225.6
	2.3

	宁都州
	3.0
	15.5
	18.3
	68.1
	27.5
	23.5
	68.1
	1.2
	68.1
	1.8

	南安府
	4.0
	14.5
	25.2
	79.3
	24.2
	23.5
	77.4
	2.1
	79.3
	2.6

	合计
	51.0
	
	
	1120.8
	
	
	1134.8
	18.1
	1713.6
	1.1


说明：1、南昌府包括进贤、修水、丰城、奉新、靖安；九江府包括瑞昌、湖口；南康府仅指都昌；饶州府包括余干、波阳、万年、乐平；广信府包括铅山、广丰；瑞州府包括上高、宜丰；临江府包括清江、峡江、新干；建昌府包括南城、南丰、广昌、黎川；吉安府包括吉安、遂川、永新、万安；其余各府州包括所属全部。

      2、南昌府、抚州府、建昌府、赣州府、南安府的饥荒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九江府、饶州府、广信府发生于1959年-1960年，南康府、瑞州府发生于1960年，临江府发生于1960-1961年，吉安府发生于1958年至1960年。

合而计之，江西省有51个县市经历了大饥荒，并发生一定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分府论之，赣州府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南安府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合计江西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9万。

据《中国人口·江西分册》记载，1959年江西人口死亡25.3万，1960年死亡32万，1961年死亡23.28万。在正常情况下，江西人口的死亡数约在21万-23万
。据此所得此三年间江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4万。事实上，1958年下半年，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加上这批人口，全省非正常死亡数还应有所增加，与本文分析接近。在一些人口死亡较少的地区，地方官员并不刻意隐瞒死亡人口。

5、湖南

长沙府是湖南首府，长沙市是湖南省会。长沙府包括长沙市、益阳市、湘潭市、株州市、长沙、益阳、湘潭、株州、茶陵、望城、浏阳、宁乡、醴陵、湘阴、攸县、湘乡、桃江、安化、双峰和涟源县一部分。

1953-1964年长沙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8‰，1964-1982年为19.9‰。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长沙府境内有四大城市：长沙、益阳、株州和湘潭。由于境域方面的问题，无法对此四个城市的人口加以专门的辩析，兹综合讨论如下。

1953-1957年，湘潭、醴陵、益阳、湘乡、安化、攸县、宁乡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8‰。
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宁乡县灾前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1‰，而四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15‰，且1954年净迁入人口多达万余，其他年份不详。仔细检核，几乎每一年的人口数据都是低估的，灾后也不例外，不可相信。在醴陵，灾前4.5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6‰，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1.7‰，1956-1957年净迁入人口为1932人，其他年份不详，很显然，灾前历年人口数据也是低估的。在安化，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四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4.4‰，两套数据仍有差距。只是无迁移人口记载，无法修正。排除宁乡县不计，其他六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6.7‰。依上述分析，这一增长速度仍有低估。如下文所述，长沙府境是三所大饥荒的重灾区。各县对于灾前人口数据，均有做假行为。

按照《中国人口·湖南分册》的记载，从1950年至1958年，湖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2‰。
这一数据与醴陵、安化两县真实的灾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以此作为长沙府境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湘潭等六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分县而论，醴陵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三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6.5‰。在湘潭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3‰，而据上引《湘潭县志》称：“1962-1971年年平均增长率25.4‰”，其中1963年自然增长率高达36.2‰，可知灾后三年人口增长率还可能更高。在安化，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2‰，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8.4‰。按照《中国人口·湖南分册》的记载，1962-1971年，湖南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4‰。
灾后三年的人口增长增长率理应更高一些，设为30‰应是合适的。

据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长沙府境净减少人口118万。在醴陵县，大饥荒的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共38个千分点，在湘潭县，大约22个千分点
，安化县超过51个千分点，宁乡超过34个千分点
。加权平均，四县约为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区，灾前人口还需增加36.5万。这样，长沙府境减少人口共约154.5万。

湘潭县有一批农村劳动力为逃避“五风”，即浮夸和大跃进，外流落户，人数不详。从1958年至1961年，醴陵县人口净迁出1.6万，假定湘潭、攸县、浏阳两县人口外迁的规模与醴陵相当，四县共有外迁人口6.4万。不过，株州市（县）四年中净迁入人口5.6万，长沙府境东部五县净迁出人口不足1万。湘乡县净迁出人口2.5万，若长沙、望城和宁乡三县人口外迁规模如是，四县共迁出人口10万。湘阴县净迁出人口4.1万。包括益阳、安化、沅江和南县四县在内的益阳地区，净迁出人口多达14.2万。《益阳地区志》称“流出人口最多的是南县，三年中平均每年外流超过万人”。
按照四县平均，每县流出人口已达3.55万人，平均每县每年流出人口超过万人，不知南县何以流出人口为最多？若以平均数计算，益阳、安化两县流出人口约有7.1万。
长沙府西部地区的人口外迁要比东部地区的人口外迁规模小得多。例如，在娄底地区净减少11.65万人口中，“外流迁出约3万人”
。娄底地区包括娄底市、冷水江市、涟源市、双峰县和新化县，每县市外迁人口仅0.6万。涉及长沙府境的仅有1.5万人口。合计长沙府境净迁出人口约有23.5万。如此，长沙府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31万。

1961年春天，胡乔木到湖南省湘乡县进行调查，4月14日，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调查所见所闻。有如下记载：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临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13.5%），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饿死3万人，去年约死2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的病情尚未停止。

按照上文的计算，在长沙府18.5个灾区县中，至少共有131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占灾前人口的11.9%，每县平均死亡人口7.1万。当然，城市死亡人口少，乡村死亡人口多，市县人口死亡是不平均的。胡乔木随机访问的几个大队，当时的人口死亡率都在20%左右，且灾情还在继续。湘乡县1960年有56.7万人口，人口死亡率为20%，总死亡人口超过11万。据《湘乡县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湘乡县净减少人口8.5万。加上大饥荒中的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出生人口，减少人口可能超过10万，接近胡乔木观察到的比例。再如醴陵县，1961年底较1957年底净减少人口多达近14.5万，四年间出生人口4.3万，死亡人口5.4万，净迁出人口1.6万。按照这一数据，醴陵县全部减少人口只有2.7万，余11.8万人口不知所踪。按照《醴陵县志》的记载，1959年有1.5万人口由政府组织迁往云南。所谓的净迁出人口，基本上就是政府组织外迁的人口。

同月，中共宁乡县委副书记何长友向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所作汇报要真实一些。何长友说：“据我在整风整社中掌握的情况，全县有45000人，或因饥饿，或因疾病，有的是在修水库工地上死亡的。”
这一数据仍未达到长沙府各县人口死亡的平均值。按照《宁乡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3万。如果将灾前、灾后人口死亡率定于9.5‰，也只有4.1万。《宁乡县志》的作伪是显然的。

澧州所辖7.5县，包括津市市、澧县、临澧、石门、安乡、大庸、慈利和南县一部分。其中，唯有安乡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964-1982年。然查《安乡县志》，1961年人口减少360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7‰
，也存在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故推测州境内各县皆陷入大饥荒。安乡县1955年人口增长率高达85.9‰，是因当年划入常德、汉寿两县大片区域。另外，安乡还从南县划入大片区域。将石门、慈利、南县、澧县、临澧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9‰，1961-1964年为31.2‰，1964-1982年为18.6‰。
澧州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偏低，与1954年大水灾有关。安乡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
，澧县1954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4.75‰。大庸县地处山区，未受水灾影响，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
，人口增长速度稍快于平原地区。七县合计，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5‰。

安乡县灾后三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6‰，远低于其他六县30‰-34‰的高水平。由于安乡县1963年人口多于1964年，又查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5‰、39‰和32‰，因此推定1961-1963年的安乡人口已有浮夸。安乡之外的其他六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8‰，其中石门、慈利、澧县、临澧的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皆可对应，可见这一数据相当可靠。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澧州境内净减少人口约为10万。在澧县、安乡和南县，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大约大约50个千分点
，在慈利，仅超过22个千分点。石门县的情况可能与慈利相同。根据各自的人口数进行加权平均，在四年的大饥荒中，澧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8个千分点。也就是说，澧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1万人。因此，澧州境内的全部减少人口约为20.1万。

根据上文计算，南县和沅江外迁人口多达7.1万，沅江县属常德府辖，排除不计，仅南县一县的外迁人口可能达到5万。属于澧州所辖的半个南县，外迁人口约为2.5万。另外，澧县净迁出2万人口，安乡净迁入人口大约1.3万。慈利县净迁出0.8万，其他三县（津市市不计）每县净迁出人口以1.5万人计，合计约8.5万。澧州境内，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1.6万。

如果不将澧州境内的津市市当作一个独立计算单位的话，其余6.5县平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8万。根据上引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澧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8万，慈利县约1.5万，南县约1.3万。较上述估计略低。这并不能说明上文分析的不正确，相反，却促使笔者对上引各种资料所载人口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既使在澧县，1960年自然减少人口0.4万，净迁出人口2.3万，合计减少人口2.7万。然而，实际减少人口只有0.8万。临澧、慈利、南县的情况皆类此，不一一列举。

常德府境包括常德市、常德、汉寿、桃源和沅江。1953-1964年常德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7‰，较澧州更低。推测常德府人口死亡的比例较澧州略高。常德市、汉寿、沅江三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3‰，1961-1964年为23.6‰，1964-1982年为23.2‰
，数据基本合理。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常德府境人口净减少17.7万。

在四年大饥荒中，汉寿县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49个千分点，常德市则超过50个千分点，桃源县30.4个千分点
，加权平均，约为39.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意味着灾前人口还要增加9.4万人口。依上文所述，沅江县可能有2.1万人口外迁，假如其他两县每县外迁人口的规模与此相当，三县净迁出人口合约6.3万。四年间常德市净迁入人口9590人，沅江、常德两县从安化县迁入26473名水库移民，合计迁入3.6万，全府境净迁出人口2.7万。按照这一口径，常德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4.4万。

据《常德市志》，四年大饥荒中，常德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0.2万。常德市历年人口数与历年自然增长人口及迁移人口平衡，数据质量较高，不存在问题。这样一来，其他四县平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要达到5.8万。然而，据《汉寿县志》，1961年较1959年净减少人口只有1.5万，又知1960年和1961年人口死亡率分别为20.76‰和18.3‰，似乎没有多达近6万余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在沅江县，1960年的全部死亡人口只有10057人，1961年为5694人，两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1万人左右。加上1958年和1959年，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多达2万。由于数据缺乏，难以进行可靠性检验。

有必要对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检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沅江县1953年和1964年人口数分别为392935和405836，在《沅江县志》中，此两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分别为374661和414930。按照人口普查数，从1953年至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而依人口统计数，则为9.3‰。1953年人口普查数较人口统计数多出1.8万，1964年人口普查数较人口统计数要少0.9万。1953年至1957年，沅江县的境域并无变动。1953年沅江县人口普查数据有可能高估。《常德县志》称，1953年人口普查，包括驻县境内省地属厂矿人口共633176人，年底，本县实际人口数585532人。
普查人口较统计人口多出4.8万。如果将时间统一至1953年年中，普查人口较统计人口要多出5万人。在无法对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修正的前提下，按照常德市、汉寿、沅江、桃源四市县死亡人口数推测，常德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8万。

岳州府境包括岳阳、平江、临湘、华容和南县一部分。1953-1964年岳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8‰，1964-1982年为23.9‰。岳阳、平江两县合计，从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1‰，灾后三年为25.4‰。
以此测算岳阳府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岳阳府境人口净减少2.4万。

《岳阳县志》所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皆不可信。在平江县，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8万。全府减少人口约10.4万。在平江县，1958年净迁出人口约0.6万、1959年和1961年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基本平衡。《平江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人口外流1万余人，迁入人口则未言明。按平江县在南县以外四县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计算，南县以外的四县净迁出人口约为3.1万，加上半个南县的净迁出人口2.5万，合计5.6万。这样，岳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
据《平江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四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2万。可以推知上述分析大体妥当。《平江县志·总述》称，1960年，农民人均口粮只有138公斤，农民人均食油只有0.55公斤，人均食肉仅1斤。

衡州府境包括衡阳市、衡阳、衡南、衡山、耒阳、安仁、常宁和酃县。从人口普查数据看，1953-1964年衡阳市和耒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964-1982年，没有经历大饥荒。1953-1964年安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964-1982年为23‰。从《安仁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安仁县存在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常宁县的情况类似。
至于其他5县，人口死亡也比较多。

根据酃县、衡南、衡山、衡阳、安仁五县历年人口数据，知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加上常宁，六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2‰，1964-1982年为19.9‰。
衡州府灾后三年人口增长率偏低，需要再加讨论。分县而论，除酃县外，衡南、衡山、衡阳和安仁四县1964年人口增长率都太低，与1963年比较，衡南、衡山两县人口几乎不变，衡阳和安仁人口增长率分别只有7.7‰和11.3‰。很显然，1964年人口普查使得前两年的人口浮夸不得不有所收敛。

不仅如此，从另一个指标也可以判断数据的真伪。以上各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低于灾后三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衡阳县，1962年至196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4.5‰，衡山县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4.67‰，衡南县灾后三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2.3‰、32.4‰和25.2‰，安仁县分别为36.63‰、33‰和26.94‰。另外，衡阳、衡南两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不足20‰，也均未超过各自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断定1961年的数据高估。

鉴于1964-1982年衡阳府人口增长速度与长沙府相近，也将灾后三年衡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27‰。计算结果是，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衡州府境净减少7.1万人口。

上引《衡山县志》称：“三年困难时期，水肿病妇科病流行，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加以9000余人流入江西、湖北等地，人口减少。”然而，这三年衡山县共迁入人口37076，迁出人口36088，迁入稍多于迁出。衡阳县的情况与此类似。常宁县1960年迁出略多于迁出，安仁县则迁入大大多于迁出。由此可知，衡州府不存在大量的定居性外出移民。这样，大饥荒期间出生人口超过正常人口的部分人口，应视作非正常死亡人口。《衡阳市志》记载了衡阳市、衡阳、衡南、衡山、祁东、常宁、耒阳诸市县历年人口
，其中只有祁东不属衡州府辖。四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大约44个千分点，据此衡州府灾区的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1.9万。衡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9万。

根据上引《衡阳市志》的记载，1959-1961年，衡阳市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8.6万；衡南县约2.7万。《衡阳县志》称，1960和1962年死亡人数分别超过当年出生人数12978人和6225人。
1962年可能为1961年之误，假定这两年人口出生率等于正常人口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也多达1.9万。如果加上1959年的死亡人口，衡阳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将更多。据此可知，根据人口增长速度所作分析是可靠的。

宝庆府位于湖南中部，包括邵阳市、邵阳、邵东、新邵、新宁、城步、洞口、隆回、武冈、新化和涟源县一部分。当地有两套人口数据。《邵阳市志》记载了邵阳市、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城步县、武冈县和新宁县的历年人口。邵阳、邵东、新邵、城步、新化、洞口等县县志也记载了各县历年人口数据。
《邵阳市志》所载1953年与1964年数据大体与人口普查数据相合，而县志记载的邵阳、邵东两县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相差颇大。因此，本节分析采用《邵阳市志》数据。

城步县和新宁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9.3‰和26‰，大大高于两县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城步县人口高增长与1961年以后接受新化县水库移民有关。尽管如此，查《邵阳市志》，仍可发现两县均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死亡。将不属于宝庆府的绥宁县排除，《邵阳市志》所载9市县和新化县
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19.5‰。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5‰。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宝庆府境人口净减少10.6万。

查《邵阳市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8个千分点
，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8万。宝庆府境各县的人口迁移大多数是在府境内的迁移。1958年数据缺载。1959-1961年，邵阳市境内的净迁入人口约2.8万。新化县1961-1973年水库移民共4.3万，迁于1961-1964年之间的不会超过2.8万人。可以认为宝庆府境的迁入与迁出大体平衡。据此，宝庆府境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33.4万。

然而，按照《邵阳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数，四年间全市死亡人口合计约为19万余。即使加上新化，也只有20余万。再细查，根据历年人口数、人口出生和人口死亡数，邵阳市境共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如果作净迁出人口处理，则宝庆府境净迁出人口最多17万，如此，宝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仍然高达16.4万。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邵阳市志》的人口迁移记载为真，那么，《邵阳市志》的人口死亡记载则为假。

一般说来，人口迁移数据作假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人口死亡数据作假的可能性。以分县数据进行检验，邵阳县1959-1961年人口死亡率为26.19‰
，如果正常人口死亡率为10‰的话，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3万，加上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为2.5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新邵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3万。武冈县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2万，四年合计，可能达到1.6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2万。1964年此三县人口占28%，以此比例，宝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8.5万。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本文以此作为最后计算结果。

永州府境位于湖南之南，包括江永、道县、江华、新田、零陵、宁远、东安、祁阳和祁东。1953-1964年永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6‰，1964-1982年为21.1‰。人口死亡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已经查阅零陵、江永、道县、新田、祁东、宁远六县县志，其中宁远县1954年人口大大少于1953年，原因不详，其数据不敢应用。其他五县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六县1961-1964为28.8‰，1964-1982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5‰
，是因为1965年零陵县和道县各有部分区域划给双牌县。据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永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5.3万。道县、新田、祁东三县合计，四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9万。境内人口共减少24.3万。

江永县也有关于历年人口出生、死亡的记载，但是，该县灾后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高达17.45‰、39‰和31.08‰，令人不敢相信。灾后人口死亡率被人为地提高后，使得灾后三年江永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净迁出人口不足100人的情况下，《江永县志》数据的作伪一目了然。零陵县1961年人口较1960年减少了1.7万，减少的幅度很小。然而，《零陵县志》却称，1962年与1960年相比，全县减少30059人。
根据历年人口数，1962年人口较1961年人口已经增长，净减少人口不足1.7万，所称减少3万人，应是修改前的数据。县志作者大概觉得人口减少的数量太大，遂加修改，而文字表述的部分却忘了作相应的更正。数据上的作伪就是这样露出马脚来的。

江永县1958-1961年人口净迁入0.5万，祁东县净迁入人口800。虽然不敢说，永州府境的人口迁入多于迁出，但却可以肯定，大饥荒中，永州府境并无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如此，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平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2.6万。在永州府境，道县人口死亡最多，1960年人口死亡4.3万，人口死亡率高达112.36‰，超过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1959和1961年的死亡人口，合计非正常死亡约为4.8万。零陵、江永等县大灾中的数据经过伪造，不可轻易相信。

郴州位于湖南之东南，包括郴县、资兴、永兴、宜章、汝城和桂东。1953-1964年郴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964-1982年。分县而论，郴县、资兴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7‰，1964-1982年为22.6‰（含郴州市），其余四县两个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3‰和21.8‰，推知大饥荒主要发生在这四县中。1990年代的郴州地区不仅包括清代郴州所属郴州市、郴县、永兴、资兴、桂东、汝城和宜章，还包括桂阳州所属桂阳、临武和嘉禾，原桂阳州所属蓝山县不在境内，原衡州府属安仁却属郴州地区。查《郴州地区志》，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7‰，1961-1964年为25.9‰，1964-1982年为21.9‰。
然而，1953-1958年桂东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5‰
，桂阳、蓝山、嘉禾三县为20.5‰，皆大大低于《郴州地区志》所载。到底哪一套数据是真实的？

郴州地区所辖各县1953年普查人口为197.8万，稍少于年底统计数的199.6万，是合理的。1964年普查人口数为248.7万，稍少于1964年底的252.5万，也是合理的。只不过，1963年底人口统计数为248.9万，多于1964年普查数，则无道理可言。由于我们讨论的是1961-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上述错误不予考虑。

在找不到其他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如果采用《郴州地区志》中的数据，郴州和桂阳州的人口净减少各达数万人。根据桂阳、蓝山、嘉禾和桂东四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0.2万-0.7万不等。两州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不大。在此情况下，为谨慎起见，本文选择县志数据，放弃《郴州地区志》数据。

桂东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2万，四县合计约0.8万。桂阳等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5万，推测四县合计约为1.8万。郴州和桂阳州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6万。然而，根据《郴州地区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3万。两种分析相差不多，不予深究。

靖州境包括洪江市、靖县、会同、通道和绥宁。1953-1964年靖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7‰，1964-1982年为22.4‰，既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规模相对较小。查靖县、会同和绥宁三县县志，知1953-1958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
其中绥宁县高达35.6‰。1953年绥宁县登记人口只有141700人，人口普查数据却为150086人。采用普查数据，绥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21.6‰，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与湘南其他地区相同。三县灾后三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4.2‰，其中绥宁县为51.5‰，是因为1961-1962年接受了来自新化县的7240名水库移民。靖州境内人口较少，不多的移民也可能引起人口增长率的显著提高。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靖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万。然而，三年大饥荒中，以靖县和会同为例计算，靖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大约8个千分点，约合0.5万人口，全府共减少人口约1.9万。会同县净迁出人口只有200人，可以忽略不计。绥宁县1961-1962年接受移民0.7万，平均计算，如果1961年接受0.35万，加上1960年接受双峰县水库移民0.15万，合计0.5万。也就是说，靖州境内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1.4万。每县平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余。根据《靖州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60-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3万，会同县大约0.5万，绥宁县具体数据不详，但这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9‰和-2.1‰，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是显然的。比较而言，绥宁县人口死亡的规模较小，因为，靖州、会同两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低于-10‰。通道县和洪江市无类似记载。此两县市人口较少，合计不及绥江。据此可知，两种分析结果大体一致。

沅州府境包括黔阳、芷阳、麻阳和怀化一部分。1953-1964年沅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人口的死亡有较大规模。在已查阅的地方志中，芷江县于1956年划出8乡人口给新晃县，且政区未加调整，其灾前数据不可引用。如以1953-1955年计，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6‰，如以1953-1957年计，黔阳县为25.5‰，以1956-1958年计，芷江县为26.9‰。
合而计之，1953-1958年沅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4.5‰。1961-1964年黔阳、芷江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8.9‰。

据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人口净减少2.3万。在四年大饥荒中，黔阳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大约4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1万。沅州府境减少人口5.4万。在沅州府和辰州府，据《怀化地区志》的记载，1959-1961年的净迁入人口为6463人。
由于怀化地区所属包括沅州府、辰州府和靖州的大部分地区，且未包括接受大量移民的绥宁县，其人口迁出与迁入基本平衡的这一事实，还适用于辰州府境。

辰州府境包括沅陵、溆浦、辰溪、泸溪和怀化的一部分。1953-1964年辰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6‰，大大低于1964-1982年的23.1‰。至今查到辰溪、沅陵、溆浦三县县志，1953-1957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1961-1964年为26.4‰，1964-1982年为23.1‰，据此推测全府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人口净减少6.3万。以叙浦县和沅陵县为例，四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每县平均约4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要增加4.9万。

全部减少人口11.2万。

如果《沅陵县志》和《叙浦县志》所载正确，根据历年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可知四年间两县净迁出人口为3.7万。推算辰州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5.7万。如此，则非正常死亡人口为5.5万。

永顺府位于湘西北部山区，包括永顺、龙山、桑植、古丈和保靖。1953-1964年永顺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2‰，大大低于1964-1982年的22.1‰，人口的规模性死亡是显然的。1956年桑植县从慈利县划入5.4万人口，出现在1958年数据中，故1958年数据不可用。1953-1957年，桑植、龙山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灾后三年为36.5‰。
在桑植县，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1.2‰、33.6‰和31.5‰，两套数据相互吻合。以此推测全府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永顺府境净减少人口9.5万。

《桑植县志》和《龙山县志》均未记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只知桑植县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3.86‰、-39.84‰和-8.52‰，灾情相当严重。依照慈利县的情况，桑植县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可能有2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约有人口1.8万。如果认为永顺府四县大饥荒中的外迁人口大约也是1.8万人口的话，全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湘西四厅位于湘西山区，指的是清代的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和晃州厅。1953年，分别为凤凰、吉首、花垣和新晃四县。四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6‰，远远低于1964-1982年的21.3‰，人口死亡相当多。根据新晃、花垣两县资料，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961-1964年为31.5‰。而据吉首县资料，两个时段分别为45.1‰和27.7‰。
吉首县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可能与湘黔铁路的建设有关。以新晃、花垣的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推测凤凰县灾前、灾后人口，1957年底，四县人口共约62.1万，1961年底约55.1万，人口净减少7万。大饥荒中的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部分，假定与外迁人口相抵，不再讨论。

表5  1959-1961年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增长率：‰，人口：万

	府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64 1953-1957
	1957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4-1982  1961-1964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7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长沙府
	18.5
	5.8
	23.2
	1102.8
	19.9
	30.0
	984.8
	131.0
	1102.8
	11.9

	澧州
	7.5
	8.9
	16.5
	271.2
	19.0
	32.8
	261.2
	11.6
	271.2
	4.3

	常德府
	5.0
	5.7
	18.3
	241.8
	21.1
	23.2
	224.1
	8.0
	241.8
	3.3

	岳州府
	4.5
	12.8
	19.9
	209.1
	23.9
	25.4
	206.7
	4.8
	209.1
	2.3

	衡州府
	7.0
	13.4
	23.4
	300.6
	20.3
	27.0
	293.5
	19.0 
	359.3
	5.3

	宝庆府
	10.5
	12.3
	19.5
	480.5
	21.8
	28.5
	469.9
	18.5
	480.5
	3.9

	永州府
	9.0
	10.6
	20.3
	340.7
	21.1
	28.8
	325.4
	24.3 
	340.7
	7.1

	郴州
	4.0
	18.3
	21.0
	86.3
	21.8
	25.9
	90.0
	0.8
	131.1
	0.6

	桂阳州
	4.0
	18.5
	21.0
	87.3
	21.5
	25.9
	91.3
	1.8
	87.3
	2.1

	靖州
	5.0
	17.7
	20.0
	60.3
	22.4
	44.2
	58.9
	1.4
	60.3
	2.3

	沅州府
	3.7
	14.5
	21.0
	79.4
	24.1
	38.9
	77.1
	5.4
	79.4
	6.8

	辰州府
	4.3
	8.6
	18.0
	128.8
	23.1
	26.4
	122.5
	5.5
	128.8
	4.3

	永顺府
	4.0
	6.2
	18.0
	96.6
	22.1
	36.5
	87.1
	9.5
	97.5
	9.7

	湘西四厅
	4.0
	5.8
	24.7
	62.1
	21.3
	30.0
	55.1
	7.0
	62.1
	11.3


	合计
	91.0
	
	
	3547.5
	
	
	3347.6
	248.6
	3651.9
	7.5


说明：除郴州包括永兴、宜章、汝城、桂东外，其余各府州厅均包括所属全部。 

就人口死亡的绝对数量而言，长沙府境首当其冲，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31万，次则永州、衡州和宝庆。就人口死亡的比例而言，长沙、湘西四厅境超过10%，其余则在10%以下。四年大饥荒中，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48.6万。

《中国人口·湖南分册》所称1959-1961年全省人口减少164.74万，其中包括净迁出的151万，人口负增长数只有13万多。
这是一个明显伪造的数据，不可相信。另外，本文计算所得湖南全省净迁出人口大约只有60万。《中国人口·湖南分册》有可能通过夸大外迁人口的数量来缩小死亡人口的数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上文所述作为重灾区的醴陵县，人口大量死亡，而净迁出人口只有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组织迁往云南的移民。
6、湖北

武昌府辖境广大，包括武汉市的武昌区、武昌、黄石、大冶、咸宁、鄂州、蒲圻、崇阳、阳新、嘉鱼、通城和通山。1953-1964年武昌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9‰，1964-1982年为23.2‰。仅从两个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看，三年大饥荒中，武昌府境死亡人口不多，死亡规模不大。查武昌、蒲圻、崇阳、咸宁、阳新、黄石、鄂州、嘉鱼等八市县志，可以估计灾前、灾后武昌府人口的增长速度。由于政区变动的缘故，1953年武昌县人口大大多于1955年，所以，为了计算的方便，本文依1955-1958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武昌县1953年人口定为26.3万。1953-1958年武昌等八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6‰。武汉市辖武昌区的人口暂不讨论。

分县而论，灾前蒲圻县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并不是自然增长所致。按照《蒲圻县志》的记载，1953-1958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3‰-29‰之间，而这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43.4‰。在没有政区变动的情况下，只能认为是外来人口的迁入引起了蒲圻县人口的高速增长。1958年蒲沂县人口增加了1.4万，年增长率为64.6‰。可能是某个大型厂矿或劳改农场的迁入导致了全县人口的迅速增加。

黄石人口增速偏高，而鄂州人口增速偏低，既有两地政区交换的因素，也与人口迁移有关。从1949年至1959年，鄂州一直是一个人口迁出的地区。而作为鄂东地区工业中心城市的黄石，理应以接纳外来人口为主。两县合计，灾前人口增长速度接近全府人口增长速度。

灾后三年武昌等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1‰，超过1964-1982年的24.1‰。尽管如此，这一数据还是存在问题，武昌、咸宁和阳新三县灾后三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及1964-1982年，其中咸宁、阳新两县1963年统计人口已经超过1964年普查人口，不合情理。排除咸宁、阳新两县不计，其余六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3‰。

从人口的净减少和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上述七县市均存在规模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由此判断，除了武汉市武昌区外，武昌府辖其他11个县市均属灾区。只不过，由于武昌县政区的变动太大，1953年人口大大超过1964年，所以在计算中应予排除。计算结果，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武昌府属10个县市人口净减少1.9万。然而，这只是净减少人口，不是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按照上引阳新、咸宁、鄂州、蒲圻、崇阳、嘉鱼等六县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1959-1961年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大约38个千分点，合计约有10.8万人口。大饥荒中，武昌府全部减少人口约12.7 万。

根据《鄂州市志》的记载，1959-1961年全市净迁出人口多达3.3万。《黄石市志》没有相关记载，但是，将历年增减人口与历年自然增减人口相比较，可以发现，在1959-1961年间，黄石市净迁出人口约为5.4万。与鄂州合计，两地净迁出人口为8.9万。不过，黄石市的迁出人口中，有相当多的数量是进城农民迁返农村，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县份，因此，黄石市人口的外迁，并不一定全部都是武昌府境内人口的外迁。另外，根据同样的方法推测，嘉鱼县几乎无迁移人口。

根据上引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嘉鱼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2万，咸宁、黄石分别为0.3万和0.5万，鄂州和阳新两地各为0.6万人，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推测11县市合计死亡人口约为4万。这一结果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各县县志《大事记》中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场大饥荒。在武昌县，1959年全县发生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等四病的共有8910人。在咸宁，1959-1961年，全县收治浮肿病人38447人次，干瘦病人14571人次，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患者26015人次，因饥荒导致的疾病人次接近8万，超过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鄂州，1959年4月，仅石山公社浮肿病人就有1000多例，至8月，全县累计发病2万余人。1960年和1961年的情况不详。在阳新，三年中的妇女子宫和闭经患者多达17703人。在崇阳，1959年全县有3万多人患浮肿、干瘦、肝炎和妇女子宫脱垂等病。武昌府境内的灾情相当严重。

汉阳府境包括武汉市江岸区、汉阳、洪湖、沔阳、黄陂、汉川、孝感和大悟县一部分。1953-1964年汉阳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6‰，1964-1982年为16.3‰。人口波动幅度与武昌府境近似。现已查阅汉阳县、汉川县、洪湖县、黄陂县、大悟县和孝感市等六市县志
，《洪湖县志》只记载1954年、1958年、1960年、1962-1964年的人口数，1954-1958年洪湖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9.5‰，是政区调整的结果。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湖北省农垦厅在洪湖境内建立国营农场，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58年和1960年，洪湖县人口死亡率分别为9.23‰和8.49‰，完全正常。

朱健国在一篇对于当时中共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的采访记中，提及在当时的荆州地区，只有洪湖县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当时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抵制了省委、地委的左倾政策，采取了让农民吃饱饭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开放农贸市场。结果，1960年洪湖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15.52‰的高水平。

在汉阳县，1955年3月有1.3万人口划归武汉市，造成当年人口锐减。1958年又有一区划归武汉，但此后人口数已作区划调整，此次区域划拨可以不予考虑。黄陂县1954-1956年有大片区域划入武汉市区，人口数未作相应调整。在没有政区变动的前提下，1953年-1958年，汉川、大悟、孝感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4‰，原因主要在于1954年大水灾的影响。在汉川县和汉阳县，1954年人口均少于1953年。在汉川县，1955年人口亦少于1953年。

灾后三年黄陂县有数万人口迁出，推测大多迁往武汉市区，其数据不可用于讨论。汉川等三县加汉阳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1964-1982年为17.8‰。数据看似合理，但仍存在问题。在大悟县，1963年人口超过1964年近1万人。1961年人口较1960年增加1.7万，而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约0.3万。如果这两个数据为真，这一年净迁入人口多达1.4万。这是不可能的。在孝感县，灾后1962年人口超过1963年，按照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长数计算，如果1962年底人口数为真，是年净迁入人口3.5万。也不可能。大悟、孝感两县灾后三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30‰，汉川、汉阳两县约为25‰，平均为27.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由于汉川、汉阳、黄陂三县皆有大片区域划归武汉市，因此，必须将武汉市江岸区划入灾区进行计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汉阳府境灾区净减少0.2万。三年大饥荒中，大悟、孝感、汉阳、汉川、黄陂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40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4万。按照历年人口数、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三年大饥荒中大悟、汉川两县并无人口外迁。孝感县1960年组织6400人支援边疆，与按照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减数所作分析结果一致。汉阳县净迁出人口2.2万，黄陂县净迁出3.8万。三县合计共迁出人口6.7万。三年大饥荒中，武汉市区人口迁出一定多于迁入，只是详情不知。

    按照上引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大悟县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9万，孝感县约2万，汉川县0.7万，汉阳县只有0.5万，黄陂县约1.2万，大悟县以半数计入，汉阳府境4.5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5.4万。依此数计算，三年大饥荒中，武汉市（汉口和汉阳部分）大约有3.3万的人口净迁出。
黄州府位于湖北之东部丘陵山区，包括红安、麻城、罗田、黄冈、胜利、新洲、浠水、蕲春、黄梅和大悟县的一部分。1953-1964年黄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2‰，1964-1982年为16.9‰。分县而论，1952年从罗田、麻城、黄冈三县分立的胜利县，1955年并入罗田和麻城。四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3‰，1964-1982年为15.9‰，与黄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一致。

关于灾前人口增长速度，蕲春县的数据值得讨论。蕲春灾前历年人口出生率约为26‰，死亡率约为16‰，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10‰。根据历年人口计算所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此相同，数据可靠。
浠水、麻城的情况与此相似，灾前人口增长速度相当低，但数据可靠。
1958年，蕲春遭遇飓风和冰雹，6.6万亩庄稼被毁，2.23万间房屋倒塌。1958年人口的低增长是天灾，不是人祸。蕲春、麻城、罗田、黄冈、浠水五县有完整的历年人口数据
，五县合计，1953年至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4‰。红安和广济两县灾前人口数据不全，红安县1953年中到1956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7‰，广济1953年中到1957年底为17‰。
七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2.7‰。

灾后三年麻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5‰，低于1964-1982年的17.3‰。仔细分析，1962年人口较1961年约多1872人。根据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数据计算，1962年自然增长的1.8万人口中有约1.6万不知去向。不过，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在相邻之黄冈县，从1961-1964年，历年均有数千人口的净迁入。三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8.5‰。五县合计，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4.7‰。以此测算灾前、灾后的黄州府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黄州府净减少人口8.6万。蕲春、麻城、黄冈、浠水四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的出生人口超出正常死亡率大约26个千分点，以此为标准，黄州府灾前人口至少还应加上11.7万，合计减少人口20.3万。大饥荒中，当地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据上引各县县志，1959年，迁往新疆的，麻城县有5619人，蕲春县4677人，罗田县有2929人。1961年蕲春县还有3311人迁入新疆，罗田县只有113人。就是在广济县，1960年的外迁者也有3654人。只不过，上述各县县志均未记载迁入人口的数量，除广济县外，也未记载迁往其他地方的人口。按照历年人口数及历年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三年中蕲春县净迁出人口2.8万，黄冈县2.3万，浠水县2万，麻城县迁入与迁出人口基本平衡。四县合计净迁出人口7.1万。

广济县有人口外流，但数据不全，无法测算。罗田县历年人口皆增长，不见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也不见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根据调整后的政区，1953-1964年罗田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8‰，依人口普查数据，同期红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可以证明红安县同样未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人口迁出。从人口普查数据看，黄梅县的人口变动幅度与广济县相似，人口外出规模可能较小，新洲县人口变幅近似浠水，估计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2万。

如此，黄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则为10.3万。黄州府灾区10县，外加大悟县之四分之一，平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万。

根据各县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麻城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蕲春县约0.8万，广济县约0.7万，黄冈县1万，浠水县0.9万。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1万。考虑到红安、罗城两县人口死亡规模较小，这一数据可以接受。

各县县志《大事记》对于大饥荒中的疾病与死亡有如下记载：蕲春县1959年“四病”普遍发生，先后收治10余万人次。所谓“四病”，指的是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和闭经，是营养不良及劳动强度过大引起的疾病。在一个50余万人口的县份，收治的“四病”病人多达10余万人次，占全县人口的20%。在罗田县，1959年5月，全县浮肿病患者已达5729人。三里畈公社大金湾生产队因浮肿死去14人。这是一种举例子的写法，只写一个生产队，全县情况不明。在麻城，1959年7月，部分地方农民因饥荒外逃。白果望、花山六生产队外逃52人，经过干部做工作，不久全部返村。1960年，全县收治“四病”病人25491人。在红安县，从1959年至1960年10月，全县患浮肿病者32586人，干瘦病者12673人，死亡410人。这一说法与其他记载不吻合，1960年，红安县人口死亡率为15.92‰，全县死亡人口为6216人，而1962年全县死亡人口仅为3714人，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超过2000人。在广济县，1959年，一部分生产队出现断粮、外流、疾病、死亡等严重情况，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未予披露。同年浠水县浮肿病人多达1.8万，其他不详。

德安府境随县、应城、云梦、安陆、应山和洪山县一部分。1953-1964年德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1964-1982年为20.7‰。分县而论，1953-1964年人口增长较低的县份有应城、云梦和安陆，查应城、云梦两县县志
，确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应城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7‰，云梦县1954-1957年为14.5‰，两县合计，1953-1957年为17.0‰。以此作为德安府灾区各县灾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应城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7‰，且1962年和1963年人口皆已超过1964年普查人口。云梦县1963年人口也已超过1964年普查人口。两县灾后人口数据皆不可信。在应城县，以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准，1960年底至1964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3.8‰，1960年的人口数据已被夸大。根据上引县志，应城县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4.79‰、29.19‰和23.94‰，平均约为29‰。云梦县1963年和196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4.2‰和33.9‰，平均约为34‰。两县人口数量大体相当，故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以定为31‰。以此推测灾后三年德安府灾区各县的人口。

据此计算，从1958年底至1960年底，德安府三县人口净减少4.8万。1959-1960年，应城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大约22个千分点，推及灾区三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万。1959-1960年，三县减少人口约6.8万。

德安府灾区的人口外流相当严重，如《应城县志·大事记》载，1960年，杨岭公社死亡1695人，外流1577人。外流人口与死亡人口相当。在云梦县，1960年有2662人迁往新疆，还有一批人迁往青海，人数不详。以杨岭公社的人口外迁规模，可以认为在全部净少人口中，大约有半数外迁了。德安府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3.4万人。

按照人口死亡率计算，1959-1960年应城县死亡人口约为1万人，云梦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约0.9万，如果加上1959年，则可能超过1万人。估计德安府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万余人。

安陆府境包括天门、潜江、钟祥、京山及洪山县一部分。1953-1964年安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6‰，1964-1982年也是22.6‰。排除天门县与潜江县疆界变动造成的差异，各县人口变动大体是均衡的。据此可以判断，即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规模也不大。

在安陆府属四县中，查阅天门、钟祥、京山三县县志。由于政区变动，天门县1953年和1954年数据无法使用，京山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也不可随意使用。按照上引朱健国文，当时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称，荆州地区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1960年上半年，然《天门县志》所载数据揭示1959年已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因此，将灾前时间定于1958年底。1955-1958年，天门、京山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6‰
，1953年中至1958年，钟祥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2‰。三县平均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6.3‰。以此测算全府灾区灾前人口。

灾后四年天门等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27.7‰。超过了1964-1982年的20.6‰。钟祥县1961年人口稍低于1960年，但人口死亡率正常。人口的减少因人口外迁而引起。按照河南方面的记载，1959年至1968年，大约有近8万人口迁入钟祥和荆门
，却并不意味着移民迁入即安定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批移民的大多数回迁家乡，直到1965年以后才迁往湖北定居。

从1958年底至1960年底，安陆府四县人口净增加1.6万。依钟祥、京山和天门三县县志记载，1959-1960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4个千分点，合计灾前人口应增加5.2万。两年大饥荒中人口减少3.6万。《钟祥县志·大事记》称，1959-1961年，全县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大量发生，“死了不少的人”。1960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9万。不过，在全县总人口中，1960年较1959年只减少0.3万人口，余0.6万人口应为迁入人口。同样，钟祥县1961年自然增长的人口为1.1万，而全县总人口较上年却减少近0.4万，迁出人口约1.5万。合而计之，两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9万。不过，考虑到有部分河南移民在当地安居，可以假定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基本平衡。也就是说，安陆府境的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按照上引资料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天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万人，钟祥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9万，京山县约0.3万，三县合计2.2万。如果考虑到大饥荒发生于1959年，死亡人口还要增加。再加上潜江县，安陆府四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完全可能达到3.6万。

荆门州辖荆门市和远安、当阳两县。此外，境内还有省属沙洋农场，其人口变动可暂且不论。1953-1964年，荆门市等三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1964-1982年为25.8‰。查远安、当阳两县县志，均有小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推测荆门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1953-1958年，当阳、远安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8‰，1961-1964年为29.8‰。
以此作为荆门州属三市县灾前、灾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结果，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中，荆门州境人口增加了7.8万。在两年半时间里，当阳县人口出生率超出正常死亡率大约35个千分点，推及三县，合计约有3.4万人口。这样，人口增加了4.4万。也就是说，依据这一分析方法，荆门州不见有规模性人口非正常死亡。

然而，按照县志所载人口死亡率，1960年远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400人，当阳县约为3200，合计约为4600人。远安、当阳两县人口约占荆门州属三县总人口的42‰。依此比例，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1.1万人。之所以根据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计算无法发现人口之死亡，是因为这一区域有外来人口的规模性迁入。来自河南南部地区的水库移民大量迁入荆门县，且又由于尚未查获《荆门县志》，该县人口变动不详。

荆州府位于江汉平原中部，辖境广大，包括沙市、松滋、公安、荆江、石首、江陵、监利、宜都和枝江。由于政区变动复杂，有必要将其分为两个部分。1949年以后，原属荆州府的枝江、宜都（枝城）两县划属宜昌地区，与荆州地区不再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1955年曾撤枝江县并入宜都，1963年枝江复县时，不仅将恢复原境，而且还将宜都县的部分区域划入。两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6‰，低于1964-1982年的15.4‰。分县论之，1953-1964年，枝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1‰，宜都只有2.4‰。也就是说，既使1963年枝江获得宜都的部分政区，但从人口增长速度看，似乎并不太多。相反，在没有划出太多人口的情况下，宜都县的人口增长却是太慢了一点。1959年曾一度撤消宜昌专区，设立宜都工业区。1961年又重新恢复。枝江、宜都两县的行政隶属和1959年和1961年的政区变动，并未对宜都人口产生影响。因为，将宜昌县与宜昌市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5‰，相当正常。由此可见，在三年大饥荒中，宜都县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根据枝江、宜都两县县志所载资料，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4‰，灾后三年为32.9‰。
这一数据与两书记载的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吻合。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2.7万。枝江、宜都两县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2个千分点，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加上1.9万，合计减少人口4.6万。按照历年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三年大饥荒中，两县有2.1万人口的净迁出，如此，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5万。实际上，按照两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万。

依据上引朱健国文，知1960年的荆州地区，除洪湖县外，各县皆有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查江陵、监利两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皆可发现规模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似可证明朱文之不虚。1960年的荆州地区辖江陵、沙市、荆门、松滋、公安、监利、京山、石首、仙桃（沔阳）、潜江、天门、钟祥和洪湖。除沔阳、荆门和洪湖县外，其他十市县包括安陆府全部和荆州府大部，荆州府未包括枝江和宜都。枝江、宜都两县以外荆州府属县区划变动颇大。1955年荆江县并入公安县。两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然高达29.1‰。同一时期，与之相邻的的松滋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6‰，推测其土地为公安县所蚕食，然查《松滋县志》，不见有关记载。
三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6‰，1964-1982年为18.4‰，基本正常。另外，1955年江陵县曾划出1.5万人口给沙市市，本文计算时将其剔出。

在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中，沙市和荆门不包括在内。1953-1959年，荆州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5‰。
依上文，同一时期安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3%，但洪湖县却接近60‰。扣除洪湖县人口中的多出部分，荆州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3.5‰。沙市市的人口迅速增长，主要来自周边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入，据《沙市市志·大事记》，1958年7月至9月，荆州地区抽调8500名农民支援沙市工业建设，以后仍有增加。
可见迁入沙市市之人口，大部分来自周边县份，又主要来自同一地区。不仅如此，1956年，江陵县有14500人划入沙市市。所以，计算中必须将沙市市包括其中。这样，荆州府属七市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4‰。同样，据《荆州地区志》，再加上沙市市人口，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5‰，而据上文，同一时期安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7‰，估计灾后四年荆州府属七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

从1958年底至1960年底，荆州等七市县净增加人口3万。1959年和1960年荆州地区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1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要增加8.7万。合而计之，荆州等七市县人口减少了5.7万。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根据《荆州地区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在三年大饥荒中，荆州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近8万。而按照上文的估计，沙市不计，荆州六县人口非正常死亡5.7万，安陆四县死亡3.6万，荆门死亡0.6万，合计9.9万。这一分析超过《荆州地区志》的记载。据上引朱键国文，当时任洪湖县委书记的李金玉所称荆州地区有“近十万人口之死亡”，正与本节分析相吻合。李金玉根据的是当时中共荆州地委的工作报告，不会有误。

襄阳府境包括襄樊市、襄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枣阳、均县（丹江口）和洪山县一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9‰，1964-1982年为19.5‰，看不出人口的变动有何异常。1953-1964年均县人口增长得最快，与丹江口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有关。1964年以后，丹江口水库蓄水，人口大量外迁，人口增长速度放慢。

查襄阳、宜城、均县（丹江口）、南漳四市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灾后四年襄阳、宜城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1‰，1962-1965年南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7‰，三县合计，灾后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均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与水库建设有关。暂且不论。
 

襄阳、宜城两县存在一定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两县位于襄阳府中心，推测边远地区其他各县不会例外。计算结果，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襄阳府属县人口增加了3.6万。以襄阳、宜城、均县三地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为据，两年间人口出生率至少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40个千分点。根据人口普查数推测，襄阳府境人口死亡最多的地区可能在枣阳一带。重灾区的人口出生率理应更低。以35个千分点计，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万，因此，襄阳府各县共减少人口约6.4万。由于丹江口水库坝区是一个人口的主要迁入地，襄阳府境各县的迁出人口不可能超过丹江口水库坝区的迁入人口，所以，迁移人口不再计算。襄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4万。

根据上引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襄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5万，宜城县大约0.2万，均县接近1万。因缺乏其他县，尤其是重灾区各县的统计资料，无法作进一步分析。

《襄阳县志》卷三十《卫生志》记载1959-1961年全县查出妇女脱垂者67890人，闭经者12589人。《宜城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3月开展“新四病”普查普治。《南漳县志·大事记》也称1959年浮肿患者普遍存在，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郧阳府境位于鄂西北山区，包括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和保康六县。对于郧阳府辖境而言，最大的人口变化是1967年第二汽车厂的兴建，由之而来的是大量外地人口的迁入。这一事件发生在1964年以后，对于本文的分析影响不大。就郧阳府境而言，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2‰，1964-1982年为20.2‰。如果没有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兴建，两个时期郧阳府境的人口增长都要比湖北省的中部及东部地区低得多。

郧西、保康、十堰、
竹山四县市1953年中至1958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
，1960-1964年为24.3‰。以此测算，郧阳府境1960年底人口较1958年底净减少人口17.9万。保康、竹山两县两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5个千分点，以此推测，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加上2.9万。合计减少人口20.8万。在郧西县，1960年净迁出人口约700人，1959年情况不详。竹山县净迁出人口4.6万，其他县情况不详。竹山县人口的大量外迁，与灾前该县人口大量迁入有关。再细查之，该县历年人口的变动幅度与历年自然增减人口和迁移人口完全对应，说明有关数据正确无误。只不过我们无法推论其他各县的人口迁移情况。

按照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保康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4万，竹山县约1.3万，合计约3.7万，以此推测郧阳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4.1万。如此，全府境内净迁出人口约6.7万，郧西、保康以外各县迁出人口是不多的。

从人口普查数看，郧阳府境最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发生在郧西县。《郧西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2月中旬，“景阳事件”造成全社死亡2045人，占全社总人口的9.72%。《十堰市志·大事记》称，1960年，十堰地区从1958年底的85412人减到78799人，减少了6613人，其中非正常死亡占70%。

宜昌府境包括宜昌市、宜昌、兴山、秭归、长阳、五峰、巴东和鹤峰。由于宜昌市的迁入人口中含有来自枝江、宜都一带的进城农民，所以将宜昌市单列处理。在宜昌、长阳、巴东、兴山、鹤峰五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9‰。在宜昌、长阳、巴东、兴山四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1‰，鹤峰、秭归两县1960年底至1964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9‰。
将鹤峰、秭归两县与宜昌、长阳、巴东三县比较，1960-1964年宜昌等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稍低于鹤峰、秭归两县同期的人口增长。这是因为，宜昌县人口1961年少于1960年。

从1958年底到1961年底，宜昌府人口增加了大约3.9万。三年大饥荒中，宜昌县和长阳县人口出生率均超过两县正常人口死亡率34个千分点，宜昌市约58个千分点。以宜昌、长阳两县人口出生率代表宜昌府属各县人口出生率，加权平均，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35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4万人口。也就是说，宜昌府境减少了2.5万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根据《宜昌市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接近0.3万。在宜昌县，至少有0.6万。根据《长阳县志》，三年大饥荒中，不见有人口之非正常死亡。然而，该书又称：“1960年樟木垒、平洛一带有数百人饿病而死”
。然而，当年全县死亡人口只有2515人，是1953年至1965年间人口死亡最少的年份，记载明显作伪。在秭归县，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0.3万，其他两年不详。在鹤峰县，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5.68‰，而1958年和1963年分别为12.10‰和12.20‰，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00-300人。《鹤峰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5月15日，县委就1959—1960年下坪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向地委写出检查报告。最严重的人口死亡可能发生在巴东县，与1959年相比，1960年净减少人口多达1.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理应更多。

施南府位于鄂西南山区，境域包括恩施、利川、建始、宣恩、咸丰、来凤六县。1953-1964年施南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6‰，1964-1982年为19.7‰。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显然的。查咸丰、宣恩、恩施三县县志，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2‰，1960-1964年为25.5‰。1950年代，恩施县的人口净迁入多达3.7万，导致人口增长较快。又查《恩施州志》，两个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2‰和24.8‰。
以此计算灾前、灾后人口，更为妥当。只不过，恩施州辖境除了清代的施南府六县外，还包括巴东和鹤峰。计算结果是，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施南府境净减少人口4.7万。依《恩施州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4个千分点。由此推测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5.7万。只不过，按照《恩施州志》所载，1959-1961年，恩施州净迁出人口为5.8万。即外迁人口与三年大饥荒中的自然增长人口相抵销。也就是说，施南府的净减少人口也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根据《恩施州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9年至1960年，恩施州人口非正常死亡只有6.2万。如果扣除巴东县和鹤峰县，施南府境的死亡人口只有3万余人。这是不真实的。根据上引三县县志中的《大事记》，在咸丰县，1959年全县有浮肿病例20106例，1960年有13257例，死亡208人，1961年有2849人，死亡22人。然而，按人口死亡率分析，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至少0.3万-0.4万。在宣恩县，1960年全县治疗浮肿、干瘦患者213856人次，是年全县人口为178900人，患病人次超过全县人口，相当惊人。然而，依人口死亡率推算，1960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4万。恩施县的记载是，1959年冬，全县出现肿、枯病人6450人（11月统计数），尽管采取了许多方法，但仍死亡2307人，其中以三岔、芭蕉两地为多。这一年，建恩施县儿童福利院，收养旱灾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然而，依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接近2万，应是施南府境各县中人口死亡最多者。这样，其余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万，不会是过高的估计，也与根据《恩施州志》记载分析所得数据相符。

表6  1959-1961年湖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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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1964
	1953-1958
	
	1964-1982
	1961-1964
	
	
	
	

	武昌府
	11.0
	19.8
	27.6
	285.3
	24.3
	29.4
	283.4
	4.0
	392.5
	1.0

	汉阳府
	4.5
	13.9
	15.4
	385.9
	15.1
	27.5
	385.7
	5.4
	503.1
	1.1

	黄州府
	10.3
	10.2
	12.7
	453.1
	16.9
	24.7
	444.5
	10.3
	453.1
	2.3

	德安府
	3.0
	13.5
	17.0
	94.4
	22.7
	31.0
	89.6
	3.4
	215.7
	1.6

	安陆府
	4.3
	22.2
	26.3
	219.6
	22.6
	27.7
	221.2
	3.6
	219.6
	1.6

	荆门州
	3.0
	19.8
	22.8
	92.9
	25.8
	29.8
	100.7
	1.1
	92.9
	1.2

	荆州府1
	2.0
	12.6
	20.4
	62.3
	15.4
	32.9
	59.0
	2.5
	62.3
	4.0

	荆州府2
	6.0
	20.9
	24.0
	281.5
	21.2
	25.0
	284.5
	5.7
	281.5
	2.0

	襄阳府
	8.5
	19.9
	23.0
	298.0
	19.5
	24.0
	301.6
	6.4
	298.0
	2.1

	郧阳府
	6.0
	10.2
	22.0
	202.7
	20.2
	24.3
	184.8
	17.9
	202.7
	8.8

	宜昌府
	8.0
	17.5
	21.9
	181.5
	13.6
	25.1
	185.4
	2.5
	181.5
	1.4

	施南府
	6.0
	13.6
	21.2
	172.0
	19.7
	24.8
	167.3
	4.7
	172.0
	2.7

	合计
	72.6
	
	
	2729.2
	
	
	2707.7
	67.5
	3074.9
	2.2


说明：1、武昌府包括黄石、大冶、咸宁、鄂州、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阳新，计算中武昌县数据另列；汉阳府包括汉川、汉阳、孝感和大悟的一部分，计算中包括武汉市数据；德安府包括应城、云梦、安陆；荆州府（1）包括枝江和宜都，荆州府（2）包括沙市市、江陵、松滋、公安、荆江、石首和监利，沙市市不算灾区，但人口并入灾区计算；宜昌府包括所属全部，但灾区总人口中不包括宜昌市，宜昌市另列计算；黄州府、安陆府、荆门州、襄阳府、郧阳府、施南府皆包括所属全部。

2、荆州府人口非正常死亡时间主要发生在1960年，德安府、安陆府、襄阳府发生于1959-1960年，其他地区发生于1959-1961年。

合而计之，在湖北省的73个灾区县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7.5万。分府而论，郧阳府境的灾情最为严重，次则施南府境，再次则黄州。据《中国人口·湖北分册》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5万
，略少于本节分析。产生误差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些县份对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隐瞒，原因之二在于《中国人口·湖北分册》所载1961年人口死亡率仅有9.08‰，已是正常的人口死亡率。而据本文分析，在湖北省的大部分地区，1961年仍发生相当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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